
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
———评《晋祠稻米———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史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方兴未艾，其主流表达方式包括“社会结构”“社会

生活”“社会功能”等，包含了人口、婚姻、家庭、社区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得益于这些多样性的表达方式和多

元化的内容，社会史研究范式也迎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基于此，技术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开始进入学

者的研究视野，尤其是针对近现代农村社会的研究。对“技术”变革采取微观视角可窥探到区域社会的空间

特点、农民的生计、农村的社会变化等，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从底层视角直面国家政治在农村实践过程的模

式。在社会史研究中，技术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大都包含在社会生活之中，不易被察觉。山西大学苏泽龙撰著

的《晋祠稻米———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商务印书馆，2018 年 7 月版) ( 以下简称《晋祠稻米》) 一

书，通过对水稻种植技术研究来展现乡村社会纷繁复杂的变迁历程，这一研究视域将技术发展对社会发展的

影响提到了社会史研究的显性层面。

在中国传统社会，农业技术主要脱胎于祖祖辈辈留下来的生产经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此，传

统的农业技术模式不但是农民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反映了不同地区农业社会的特点。《晋祠

稻米》一书采用长时段的视角，通过对晋水“水”环境和水质特点的分析，研究了晋祠水稻的种植技术。远在

三千多年前，晋水就开始用于农田灌溉，丰饶的晋水为当地农作物种植提供了便利条件。晋水作为一方农作

物的主要水源，其灌溉优势得天独厚，在灌溉的诸多农作物中以水稻最为驰名，优越的水资源成为当地传统

稻作技术的核心。在长期的劳动生产实践中，晋水流域的农业形成了一套依“水”而定的传统水稻耕作制

度。通过对稻田灌溉水量的调节，来满足水稻不同生长阶段对水分的需要，同时达到调节水稻长相、肥料供

给和防治虫害的目的。这些实践中总结的生产经验，蕴含了劳动人民丰富的劳作智慧。晋水流域世代“依

水而作”的稻作生产历史，也因此生成并衍化出带有稻作文化特征的社会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

家着力进行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晋祠水稻生产实现了由传统“依水而作”到“技术种田”方式的转变。随着新

农业技术在稻田里的推广和实施，晋水乡村社会也逐渐被纳入到国家现代化进程当中。围绕传统技术的改

造和新农业技术的推广，晋水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信仰乃至农民的生活、行为、思想都随之发生了重

大变化。

《晋祠稻米》一书运用微观视角对本区域的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进行研究，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体现

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特征。20 世纪 90 年代，区域社会史从宗族、村落等基本区域概念的研究入手逐渐扩展

至社区、地方社会、国家民众等方面，这些“以小见大”的区域研究方式凸显出社会史研究独特的领域。晋祠

水稻作为本书进行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旨在通过探求农业种植技术的变化来展示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转变的历程。学界关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经济等层面，而“技术与乡村社会建构”方

面的研究迄今鲜有涉及，尤其是在集体化乡村社会研究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农业技术的变革提

供了新的制度环境。农业合作化实现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转变之后，一家一户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已不再

适用于集体生产，要使农民在一种新型组织制度下从事生产，首先需要有利的技术保障，劳动互助合作与新

技术结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发展农业的一项重要工作，政府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农村社会变化。

《晋祠稻米》通过对水稻种植技术变革的研究不仅探讨了现代生产要素介入农业生产的过程，而且进一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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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了技术对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的作用与影响。晋祠水稻生产的种子、肥料、农具、种植方法等生产环节的

精耕细作、农业机械的运用改变了农民以往“一亩二分地”狭小的劳动空间，并将农民紧紧地吸附于“大”集

体中，集体概念涵盖了农民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一大二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突显出集体化时期

农村社会的特点。

《晋祠稻米》一书以村庄资料、档案为基础，对晋水流域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建构路径进行探讨是本书

的又一特色。记载当地历史的《晋祠志》《晋水志》《晋祠水利志》《晋祠碑刻》以及历代名人在晋祠唱颂的诗

歌等地方文献资料，都具备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作者对村庄档案长达十年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成为本书研

究的一个重要基础，这部分资料包括农业技术档案、农田基本建设档案、农业生产管理档案、副业发展档案、

村民收益记录等。乡村档案资料不但真实地记录了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贯彻落实的具体情况，同时还

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村农业科技实践、农业生产发展、乡村权力变化、社会变迁、农民生活演变等

状况。作者对这些重要的原始记录进行详尽地描述和分析，给我们了解集体化时期的晋水流域带来了更全

面直观的认识。本书在对乡村档案收集与运用的基础上，还加强了口述资料的收集工作。在田野调查中，对

档案资料所提到的村庄的当事人进行了访谈，对当事人的访谈研究再现了丰富而鲜活的历史细节，也是文字

资料空白的补阙。另外，口述资料与档案资料相互印证，为研究提供了“求真去伪”的可能性。

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社会变迁的一项研究，本书不但着眼于乡村档案资料，还特别运用了

宏观、中观性的制度，政策，地方文献等资料，这些资料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互助组至十一届三中

全会前集体化时期国家有关农村政策的文献汇编、选编、工作指示、决议、工作条例等文献资料，主要有《农

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

编·农村经济体制卷》《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等。这批资料中的大量档

案反映了 1949 年至 1980 年前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与农村集体化政策制定的过程。地

方性的农村合作化史料主要有《山西农业合作史综述卷》《山西农业合作史经营管理卷》《山西农业合作史典

型调查卷》《太原市农业合作史》等文献，这些资料记载了山西农村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生产、劳

动互助形式、农业互助组织的情况。

《晋祠稻米》一书借鉴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方法，尝试用个案研究来探讨作为概念的

“技术”与乡村社会变迁的问题，所以本书在结论部分从“技术”与农村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农村社会

的变革历程进行了总结。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家庭是最主要的生产与消费单位，小农经济的主要目的是

满足“自给自足”的消费方式。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与生产—消费方式是在同一个系统中发生关系的，所以

说，技术变革也是为了满足“自给自足”的需求，此需求一旦得到满足，技术发展便缓慢或停滞了。要改变这

一状况，重点在于为农民提供新技术的同时，必须为农民提供有利于实施新技术的社会环境。从 20 世纪 50

年代互助合作运动开始，中国农村历经了初级农业社、高级农业社、人民公社的道路，农业技术变革也由最初

的推广新式农具、良种改造、化肥应用发展到农业机械化，这种变革不但提高了农民的劳动效率、促进了农业

增产丰收，而且使许多农村走上了非农化的道路。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家发展农业技术的同时，新技术推广

对乡村社会人口、家庭、婚姻、生活、文化信仰乃至农民的行为、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技术”成为

农村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从社会史研究的视角来讲，《晋祠稻米》一书为理解“技术”对区域社会变

迁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 本文作者:王瑞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史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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